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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教的赋体书写:南北朝“释类赋”
源起、策略和意义论①

彭安湘１ꎬ周昌梅２

(１.湖北大学 文学院ꎬ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２ꎻ２.广州大学 教师培训学院ꎬ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０)

摘　 要:赋与宗教有着较为紧密的关联ꎬ并常被作为传达释教思想的重要载体ꎮ 现存子部、集部文献中收录的南北

朝“释类赋”共有 １１ 篇ꎬ这种“文字之因缘”与南北朝时期文士和僧人的交游风气相关ꎮ 为了达到阐释佛学教义的目的ꎬ
僧人和文士采用了不同的书写策略ꎮ 前者自觉揉合佛教讲经、唱导、论辩的艺术表现手法ꎻ后者虽在赋题、物象、场景及

旨意上关涉释教ꎬ但在表现手法上更多地是“文随时变”:一将赋序与赋文相结合ꎬ二将理趣与情境相结合ꎮ 作为一种新

型的辞赋类型ꎬ南北朝“释类赋”对当时与后世的辞赋创作及其创作意识上的反思ꎬ影响不可轻忽ꎬ故在古代赋学史上具

有较为重要的意义ꎮ
关键词:“释类赋”ꎻ释教ꎻ生成源起ꎻ书写策略ꎻ赋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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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佛风东扬:“释类赋”的生成源起
释教传入中国ꎬ前史多记载始自东汉明帝而

有“佛祖西来”之说ꎮ 明帝以后ꎬ佛教渐渐流布ꎬ
初多为口传ꎬ后由西域月氏、安息、天竺的僧人传

译ꎮ 至西晋时释教还主要是在低层民众中以世俗

的形式渐渐渗透ꎬ僧人与有教养的上流阶层鲜有

记载ꎮ 如桓玄在«答王谧书»中说:“曩者晋人(西
晋)略无奉佛ꎬ沙门徒众ꎬ皆是诸胡ꎬ且王者与之

不接ꎮ”①晋室南渡后ꎬ情况则发生了变化ꎮ “至过

江ꎬ佛理尤盛”②ꎮ 同时ꎬ出现了诸如支道林、竺法

深、释慧远等有名望的高僧ꎬ为时流所敬重ꎮ 他们

与王导、谢尚、殷浩、许询、孙绰等结交ꎬ开了名士、
沙门交游的风气ꎮ 一方面ꎬ这些高僧精通佛理又

兼善老庄ꎬ能将佛道二家之学调和发挥ꎮ 如“即
色”说倡导者支道林在阐释佛教般若学时将之与

当时知识阶层最欢迎的玄学互相嫁接ꎬ并达到了

«世说新语»所称的“标新理于二家之表ꎬ立异义

于众贤之外”③的效果ꎮ 另一方面ꎬ上流名士也精

研佛典ꎬ认同、肯定佛经教义ꎬ使思想的理解超越

了简单感悟的层次而达到了理性的深度ꎮ 如刘宋

时的范泰、谢灵运、宗炳、梁萧衍等ꎬ肯定并确立了

佛教思想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ꎬ甚至亲自学习梵

文、参与译经、讲解经书等ꎮ 这种情形正如陈寅恪

所言:“溯自两晋佛教隆盛之后ꎬ士大夫与佛教之

关系约有三事:一为玄理之契合ꎬ一为文字之因

缘ꎬ一为死生之恐惧ꎮ”④

这种风尚显之于文学ꎬ一是大批僧人参与诗

文创作ꎮ 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

文»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二书统计ꎬ
两晋二百年间已有佛教僧人诗文作者三四十人ꎬ
而至南北朝时数量激增ꎮ 目前仍存留作品的南北

朝佛教僧人有释道猷、释惠休(汤惠休)、释宝月、
释亡名、释昙瑗、释洪偃、释智恺(又名慧恺)、僧
法宣、释慧净、释慧琳、释僧佑、释宝唱、释慧皎、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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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释真观等一百一十余人ꎮ 这既不包括如刘

勰、虞孝敬这类先为释家俗弟子ꎬ最后出家为僧的

文士ꎬ亦不包括释僧彻、释慧静、释灵询、释法上、
释靖嵩、释净云、释灵干等众多史有文名ꎬ但却无

篇章传世的佛教僧人①ꎮ 二是崇尚佛法的名士文

人在诗文中反映佛事、佛理ꎮ 如晋代的张翼、刘程

之、王乔之ꎬ南北朝时的谢灵运、王融、萧衍、王训、
陆罩、刘孝绰、萧纲、庾肩吾、王筠、刘孝先、周弘

正、江总等均留有与释教相关的诗文作品ꎮ 三是

僧人与文士的诗文集会和赠答酬唱ꎮ 典型者莫如

东晋高僧慧远于隆安四年(４００)仲春“因咏山水ꎬ
遂杖锡而游”庐山ꎮ “于时交徒同趣三十余人”ꎬ
其中包括彭城刘遗民、雁门周续之、豫章雷次宗、
南阳宗炳、清河张野等名士ꎮ 他们至庐山石门饱

览美景ꎬ即兴赋诗ꎬ咏物抒怀ꎬ确是集会之胜事ꎮ
另外ꎬ张翼与竺法頵、汤惠休与鲍照、周弘正与林

法师、庾信与炅法师等亦多有赠答酬唱之作ꎮ
可以说ꎬ从东晋至南北朝时期ꎬ沙门与文士

“彼此调和ꎬ彼此推演”ꎬ以其文学才能和独特的

宗教情感体验ꎬ写出了不少内容各异、题材广泛的

文学作品ꎬ其中亦不乏优秀之作ꎬ“(使文学)无论

在思想上艺术上ꎬ都渐渐地染了佛学的色彩

了”②ꎮ 这不仅为“释类赋”的产生提供了深广的

思想文化背景ꎬ而且“可以提供赞佛之赋的一般

线索”③ꎮ

二　 两副笔墨:“释类赋”的书写策略
“释类赋”的作者ꎬ一为道释中的僧人ꎬ二为

信奉释教的文士ꎮ 僧人作赋肇自东晋高僧支昙

谛ꎮ 自兹以后ꎬ僧人多参与赋体创作ꎮ 不过ꎬ现存

僧赋不多ꎬ据不完全统计ꎬ仅六篇而已ꎮ 分别是:
东晋支昙谛的«庐山赋»«赴火蛾赋»ꎬ北周释慧命

的«详玄赋»、释慧晓的«释子赋» (仅残存两句)
以及南朝释真观的«愁赋»«梦赋»ꎮ 即使如此ꎬ僧
人作赋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赋学现象ꎮ 下面以

«详玄赋»和«梦赋»为例ꎬ探讨其书写策略ꎮ
«详玄赋»和«梦赋»的写作意图均是为了阐

述佛学义理ꎮ 前者是一篇纯粹的阐谈佛理的作

品ꎬ后者则创置了一个“奇宾”前来拜访“余”的梦

境ꎮ 但两者在对法事仪典与功用的描写与介绍

上ꎬ对养身与修心的宣扬与展示上ꎬ对宗教义理的

抉发与阐述上ꎬ并没有作抽象晦涩或枯燥无味的

说教ꎮ 从赞述佛理的生动与深刻而言ꎬ两赋哲理

性与艺术性结合得还是比较出色ꎮ 原因便在于他

们在写作时“自觉揉合佛教讲经、唱导、论辩的艺

术表现手法ꎬ自出机杼ꎬ自成一格”④ꎮ
首先ꎬ借鉴僧人讲经文步骤来结撰赋文ꎮ
佛教中僧人开讲一部经文一般有四个步骤ꎬ

即:释经名、示宗要、叙传译和疏解正文ꎮ 显然ꎬ释
慧命(５３１－５６８) «详玄赋»就借鉴了讲经中必具

的“释经名”ꎮ 故赋文先总言佛理“既非空而非

有ꎬ又若存而若亡” “湛一虚而致极ꎬ总万有以为

纲”之深幽玄远特点ꎻ继而从多个角度进行渲染:
“亦至近而难识ꎬ非名言之所显ꎮ 岂情智而能测ꎬ
口欲辩而词丧”ꎻ接下来述佛理之“体”“用”ꎬ归纳

为“体无非而不是ꎬ用无相而不为”ꎬ并感叹俗人

“悼禀识之多迷ꎬ慨群生之少慧”“抱一真而不识ꎬ
萦万恼以歔欷”的愚惑ꎮ 可以说ꎬ这样的描述使

读者对佛理本身及凡圣智愚的不同体验有了多角

度的理解和认识ꎮ 佛学义理ꎬ堂庑特大ꎬ渊旷繁

杂ꎬ其特点和内涵宽泛而难于定义ꎬ但不等于不能

加以适当的阐释和描述ꎮ 作者为北周高僧ꎬ曾
“专行方等、普贤等忏ꎬ讨据华严以致明道”ꎬ“供
事骈罗众侣咸会ꎬ晚于州治讲维摩经、大乘、驾御

之津”ꎬ且“深味禅心ꎬ慧声遐被”ꎬ著有«大品义

章»«融心论»«还原镜» «行路难»等ꎬ均“通述佛

理”⑤ꎮ 故该赋注重“佛理”的多层次多角度阐释ꎬ
“理趣”色彩浓厚ꎮ 接下来ꎬ作者又采用讲经的另

一个步骤“疏解正文”ꎮ 由“嗟余生于季俗”句过

渡ꎬ将读者关注的宗教教义转入作者本人情况的

描述ꎬ知晓了他“涉讲肆ꎬ托禅林”的本意乃在于

指导一己之人生ꎬ即开愚、遣欲、停躁、改曲ꎬ以绝

诤论、息是非ꎮ 可见ꎬ在赋文前半部分对“佛理”
进行充分的铺陈后ꎬ后半部分才是赋的落脚点ꎬ即
用佛学教义ꎬ安顿“季俗”中的苦难人生ꎮ

其次ꎬ采纳讲经法会上主宾辩难的形式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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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文ꎮ
赋之“问答之体其源出自«卜居» «渔父»ꎬ宋

玉辈述之ꎬ至汉而盛ꎮ 首尾是文ꎬ中间是赋ꎬ世传

既久ꎬ变而又变ꎮ 其中间之赋ꎬ以铺张为靡ꎬ而专

于词者则流为齐、梁、唐初之俳体ꎮ 其首尾之文ꎬ
以议论为便ꎬ而专于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

体”①ꎬ祝尧此语于问答体之正变源流ꎬ梳理极为

准确ꎮ 释真观(５３８－６１１)的«梦赋»采用的主客对

问体却是将俳体和说理结合了起来ꎮ «梦赋»的

构思是:在“余”梦中ꎬ“奇宾”站在儒家积极入世

的立场ꎬ以人生“迅白驹之过隙”何不“取生平之

欢适”为旨要ꎬ列举入世为人“一生之快乐”“千载

而流芳”的种种好处ꎬ对出家人“栖栖独处”“形容

憔悴”“绝子孙于后胤”的境况进行了嘲讽和发

难ꎮ 闻毕ꎬ“余”淡定从容地明析“奇宾”所追求的

所谓名闻利禄ꎬ均是“欣欢暂有、忧畏延长”ꎬ最终

为一场虚空ꎬ且为恶者将堕于地狱ꎬ历尽无尽苦

楚ꎮ 继而“余”娓娓道出佛教徒的名利观ꎬ认为出

家人“萧散优游无欲无求ꎬ不臣天子不敬王侯”
“戒忍双集禅慧兼修”ꎬ可达到超越世俗情感ꎬ“无
为无欲何惧何忧” “穷天下之至妙”的超脱境界ꎮ
最后ꎬ以“奇宾”闻“余”言“踧躇无颜ꎬ逡巡敬起”
收束全篇ꎮ

显然ꎬ赋中“奇宾”与“余”的较量ꎬ正反映出

南北朝时期儒释争锋的思想态势ꎮ 魏晋以来ꎬ佛
教作为外来宗教ꎬ在与本土儒、道互相交锋、砥砺、
渗透的过程中ꎬ曾多次发生过激烈的论辩ꎮ 佛教

论辩规式大致形成问辩式、辨析式、条分式三类范

式ꎬ且各有特色ꎮ 如问辩式ꎬ在论辩中ꎬ通常是一

人先立一义ꎬ让其他人从各个方面进行攻驳ꎬ仿佛

车轮大战ꎬ由论方四面回应ꎬ如果不被“破”ꎬ这一

“义”就算是“立”住了ꎮ 像«高僧传»中有多则

“抗辩” “质疑明难” “往复问难”的故实ꎮ 另外ꎬ
佛教总集中也录有多篇对话体为主的论辩文ꎬ像
«弘明集»所载的«牟子理惑论»以及释真观本人

的«因缘无性后论(并序)»等ꎮ 作为谙熟讲经与

论辩程式的高僧ꎬ释真观曾被誉有“义(解)、(唱)
导、书、诗、辩、貌、声、棋”等“八能”ꎬ尤其精通“经
师”和“唱导”二科②ꎬ将论辩引入赋体ꎬ与其说是

受汉大赋主客问答体撰写程式的影响ꎬ还不如说

是因其职业浸淫和长期习惯使然更有说服力些ꎮ
再次ꎬ借鉴唱导“傍引譬喻”来铺写赋文ꎮ
两赋对佛理的思考不仅深入ꎬ而且表达生动ꎬ

善用譬喻ꎮ 赋中用喻具有广泛性和多样化特点ꎮ
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以宋玉、枚乘、王
褒、马融等的赋作为例ꎬ展现了赋体中比喻“或喻

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 的形态ꎮ
佛教各种经典与论著中更有种种相当精致和复杂

的“譬喻”的方法ꎮ 如«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九«狮
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三»中有关于佛教八种譬喻

及其具体运用的分析ꎮ 这足以表明运用精致的比

喻来显现复杂的哲理ꎬ佛教有过相当自觉而深入

的实践ꎮ 如«高僧传􀅰唱导论»云:“唱导者ꎬ盖以

宣唱法理ꎬ开导众心也􀆺􀆺或杂序因缘ꎬ或傍引譬

喻ꎮ”③这便是在譬喻唱导场合运用的明证ꎮ
应该说ꎬ两赋除了承继以往诗、文、赋的用喻

传统ꎬ更多的是借鉴了佛教唱导时的譬喻方法ꎮ
如«详玄赋»的最后一段相当典型:

道莫遗于始行ꎬ暗弗拒于初明ꎮ 拟

六贼其方溃ꎬ冀十军之可平ꎮ 昏云聚而

还散ꎬ心河浊而更清ꎮ 性海无增减ꎬ行月

有亏盈ꎮ 疑兔足之致浅ꎬ惧鸿毛之见轻ꎮ
为山托于始篑ꎬ庶昆仑之可成ꎮ
在此ꎬ佛理的复杂和细微的意蕴ꎬ通过“昏

云”“心河”“性海”“行月”“兔足”“鸿毛”“为山”
这些精致的譬喻层层呈现了出来ꎮ 又如«梦赋»
中“欲以井蛙共海鲲而论大ꎬ爝火与日月而争光ꎮ
无异蟭蟟之比鹏翼ꎬ嵝之匹昆岗” “荣华有同水

沫ꎬ富贵实如山响”“似无瑕之璧ꎬ如不系之舟”等
譬喻句ꎬ更是随文可见ꎮ 与一般譬喻相比ꎬ这些譬

喻有它们的共性ꎬ也有其特殊性ꎮ 特殊性即在于

譬喻中的喻体和本体都是用来解释佛教道理的ꎬ
其用喻基本上是出于“喻深以浅ꎬ喻难以易”④的

说教目的ꎮ
可见ꎬ«广弘明集»收录的一北一南两篇僧人

赋ꎬ在比较成功地完成宣讲佛学教义意图的同时ꎬ
在行文和修辞方面ꎬ向我们展示了僧人在辞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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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祝尧:«古赋辨体»ꎬ四库全书本ꎮ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三十ꎬ载«中华大藏经»第六十一册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年版ꎬ第 １ ０７３ 页ꎮ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唱导第十»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年版ꎬ第 ５２１ 页ꎮ
黄晖:«论衡校释»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 年版ꎬ第 １ １９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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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新颖的文体策略ꎮ 南北朝僧人以赋颂形式直

接讴歌佛教教义ꎬ文士“释类赋”体现佛教义理与

情怀ꎬ则方式多样ꎮ
一是以佛教名词作为赋题ꎮ «广弘明集»和

«历代赋汇»中有三篇直接以佛教名词为题的赋

作ꎮ 分别为北魏李颙①的«大乘赋»、梁萧衍的«净
业赋»以及陈江总的«修心赋»ꎮ “大乘”教要求佛

教徒勿汲汲寻求个人的解脱ꎬ应致力菩萨的实践ꎮ
与赋题相应ꎬ赋文也是着重敷衍大乘教之要旨ꎮ
“净业”指清净的善业ꎬ一般指笃修净土宗之业ꎮ
«观无量寿经»一云:“凡夫欲修净业者ꎬ得生西方

极乐国土ꎮ”修净业ꎬ即净修ꎬ就是净业的修习ꎬ也
就是清眼境、净心尘ꎬ明心见性的功夫②ꎮ 至于

“修心”也是佛家语ꎬ«魏书􀅰释老志»云:“故其始

修心则依佛、法、僧ꎬ谓之三归ꎬ若君子之三畏

也ꎮ”③而“心”ꎬ在梵语中为 ｃｉｔｔａꎬ乃人人本具之

“真体”ꎮ «法心传要»曰:“性即是心ꎬ心即是佛ꎬ
佛即是法ꎮ 一念离真ꎬ皆为妄想ꎮ”

二是将佛教物象、仪典场景入赋ꎮ 佛教物象ꎬ
最典型的莫过于寺庙ꎮ 如«鹿苑赋»之鹿苑石窟

寺、«游七山寺赋»之七山寺、«宿山寺赋»之山中

古寺及«修心赋»之龙华寺等ꎮ 文士纳之入赋ꎬ既
是好奇心理的体现ꎬ又有“铺及佛宇ꎬ而因及人

文”④的目的ꎮ 有的是对寺庙建筑的描绘:
惟基构之所处ꎬ实显敞而高居ꎮ 延

曾轩之迢递ꎬ属文庑之踟蹰ꎮ 差绣栭而

反宇ꎬ列缇柱而承隅ꎮ («宿山寺赋»)
有的是对寺庙景致的描摩:

夕云生于窗牖ꎬ朝日照于檐梁ꎮ 谅

隙曲而成丽ꎬ盖照景而生光ꎮ 流清梵之

婉转ꎬ响桴磬之锵锵ꎮ («游七山寺赋»)
有的是对僧人生活的写影:

或步 林 以 经 行ꎬ 或 寂 坐 而 端 宴ꎮ
(«鹿苑赋»)
可见ꎬ诸赋中的寺院佛塔既是一种宗教景观ꎬ

又是一种人文景观ꎮ 而且ꎬ这些佛寺非萧然于物

外ꎬ相反ꎬ往往是帝王权贵所看重ꎬ公众生活所依

托的对象ꎮ 以之为题材ꎬ既与汉魏大赋的京都、畋
猎、苑囿类题材所反映出的区域政统争衡有某些

关联ꎬ又是作者阐理抒情的直接媒介和依凭ꎮ
佛教仪典往往诞生于法会讲经、建设庙宇、造

像开光的场合ꎬ其宏大隆盛的气度最易于为具

“铺采摛文”特征的赋体摹写ꎮ 如萧子云«玄圃园

讲赋»描写梁武帝天监十七年的皇家弘法讲会:
开金泥ꎬ剖玉牒ꎬ削蒸栗之简ꎬ采罗

树之叶ꎮ 石室灵篇ꎬ南宫神箧ꎬ所以一音

不已ꎬ而待规重矩叠者矣􀆺􀆺乃高谈玄

圃之苑ꎬ张乐宣猷之上ꎮ
又如ꎬ高允«鹿苑赋»记叙北魏献文帝时鹿苑

寺因窟建成后在寺内祈雨的场景:
茂花树以芬敷ꎬ涌醴泉之洋溢ꎬ祈龙

宫以降雨ꎬ侔膏液于星毕ꎮ
除了摹写庄严肃穆的佛教仪典外ꎬ僧人日常

功课念佛唱呗的场景也成为文士赋描绘的对象ꎮ
如萧眢«游七山寺赋»中所写:

其徒众􀆺􀆺竞假寐而诵习ꎬ咸夙兴

而虔敬􀆺􀆺或烧体而为功ꎬ或灰身而入

定ꎬ熏名香之氛氲ꎬ咸飞锡而相映ꎮ 或振

尘而高谈ꎬ或闲居而坐听ꎬ禅众疑于漆

木ꎬ智士同于悬镜ꎮ
无疑ꎬ赋中的这些辞章内容ꎬ既能表现出撰写

者在观赏仪典或再现仪典时的积极、虔诚的心态ꎬ
又能发见其征实的描摹下拓展佛理阐释空间的

努力ꎮ
三是以宣扬佛理作为赋之旨意ꎮ 佛教在南朝

“社会化”的进程中ꎬ除帝王的提倡、百姓信奉、僧
人宣扬外ꎬ尚有文人士大夫的关注与参与ꎮ 他们

事实上在有意无意中充当了宣扬佛学教义的“吹
鼓手”角色ꎮ 策略不一而足ꎬ有的是“卒章显志”
式ꎮ 如江淹«伤爱子赋»最后一段“信释氏之灵

果ꎬ归三世之远致ꎮ 愿同升于净刹ꎬ与尘习兮永

弃”ꎬ即将无法释怀的哀思ꎬ寄于佛教义理之因果

轮回和净土信仰中以寻求心灵解脱ꎻ有的是“铺
陈譬喻式”ꎮ 如萧衍«净业赋»极力铺写自己修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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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弘明集»卷二十九上载有«大乘赋»一篇ꎬ题为魏李颙作ꎬ考«魏书»«北史»中均无李颙其人的记载ꎮ 清代严可均推测:“东晋李

颙ꎬ字长林ꎬ有赋论诔等文八篇ꎬ在«全晋文»卷五十三ꎬ疑此赋亦晋李颙所作ꎮ”故此赋作者所处年代颇有争议ꎬ此依«广弘明集»所录ꎬ作
为魏晋南北朝赋作讨论ꎮ

侯立兵:«佛教与南北朝赋»ꎬ«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ꎮ
(北齐)魏收:«魏书»志第二十«释老志»ꎬ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版ꎮ
(明)胡晋:«‹洛阳伽蓝记›跋»ꎬ(魏)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ꎬ绿君亭本ꎮ



第 ２２ 卷 彭安湘ꎬ等:释教的赋体书写:南北朝“释类赋”源起、策略和意义论

业的体悟ꎬ论其旨归ꎬ则以戒“色、食之障”来皈依

佛教真谛ꎻ而«大乘赋»则由诸多譬喻ꎬ如“建大乘

之灵驾兮ꎬ震法鼓之雷音ꎻ除行盖之欲疑兮ꎬ餐微

妙以悦心”对大乘教法进行形象化宣扬ꎮ
以上ꎬ是文士赋在题材内容上与佛教结缘的

表现ꎮ 与僧人赋直接借鉴佛教讲经程式、方法以

及论辩和唱导的技巧不同的是ꎬ文士“释类赋”在
表现手法上与佛教的联系比较间接ꎬ更多地是

“文随时变”ꎬ体现着中古赋“重情” “尚丽” “阐
理”并注重表现形式的创作律动ꎮ 其尚“新变”的
书写策略表现在如下两点:

第一ꎬ赋序与赋文相结合ꎮ 南北朝 ９ 篇文士

“释类赋”计有 ５ 篇采用了序文结合的形式ꎬ占总

数的一半有余ꎮ 赋序的出现ꎬ是中古赋作表现形

式上的重大变化之一ꎮ 据统计ꎬ南北朝总计 ４９ 篇

赋序ꎬ在数量上ꎬ这是继魏晋高峰后趋于回落的表

现ꎮ 南北朝赋序创作虽趋衰落ꎬ却出现了一些新

的变化ꎬ如序文较长ꎬ模式化气息被冲淡ꎬ除叙述

性言说外ꎬ出现了描写性、抒情性、议论性言说ꎬ在
起伏的文意中将作赋动机娓娓道出ꎮ 具体到这 ５
篇“释类赋”赋序ꎬ便各有特色ꎮ

萧衍«净业赋序»长达 １４４５ 个字ꎬ是少见的

长序ꎬ主要交代作赋的缘起及自己极端虔诚的向

佛之心ꎮ 承接序文ꎬ赋文则着重阐发自己对于如

何修净业的体悟ꎬ赋文于序为“接着说”的关系ꎮ
李颙的«大乘赋序»以二百余字阐释了大、小乘的

含义及教义分野ꎮ 赋文则是着重敷衍大乘之要

旨ꎬ赋文于序为“分开说”的关系ꎮ 当然最能体现

南朝赋序特色的莫如江总的«修心赋序»ꎮ 该序

开篇点出赋家避难之地———龙华寺ꎬ并追叙了先

祖与龙华寺的因缘ꎮ 接下来ꎬ描述了龙华寺的地

理大势及在寺中的清幽生活ꎮ 序文最后说明了作

赋的动机并表达希冀之意ꎮ 此序以叙述出场ꎬ以
抒情作结ꎬ中间连以景物描写ꎬ将“摅郁结”、寄知

己的作赋动机突显了出来ꎮ 赋文思路内容与之相

应ꎬ赋文于序为“映衬说”的关系ꎮ
第二ꎬ理趣与情境相结合ꎮ 前提及子、集部文

献所录的“释类赋”ꎬ除梁武帝«孝思赋»①比较特殊

外ꎬ其余皆关涉释教义旨ꎮ 赋家擅长铺排描绘ꎬ所

以赋对待佛教义理不事抽象抉发ꎬ而常通过情境描

写将读者引入一种宗教的理境ꎮ 其中的秀出者有

«游七山寺赋»«宿山寺赋»«修心赋»ꎮ 三赋以寺庙

为对象ꎬ山水、佛理兼容ꎬ正是理趣与情境结合之

作ꎮ 典型者如«修心赋»中描绘龙华寺一节:
面曾阜之超忽ꎬ迩平湖之回深ꎮ 山

条偃蹇ꎬ水叶侵淫􀆺􀆺果丛药苑ꎬ桃蹊橘

林ꎮ 梢云拂日ꎬ结暗生阴ꎮ 保自然之雅

趣ꎬ鄙人间之荒杂ꎮ 望岛屿之邅回ꎬ面江

源之重沓ꎮ 泛流月之夜迥ꎬ曳光烟之晓

匝􀆺􀆺尔乃野开灵塔ꎬ地筑禅居ꎬ喜园迢

遰ꎬ乐树扶疏ꎮ 经行籍草ꎬ宴坐临渠ꎬ持

戒振锡ꎬ度影甘蔬ꎮ
寺庙既是安顿肉体与灵魂的最理想处所ꎬ故

常喜“静” “幽” “隐”ꎮ 除此共性之外ꎬ龙华寺又

有佛家胜地的独特之处ꎮ 这里“野开灵塔ꎬ地筑

禅居ꎬ喜园迢滞ꎬ乐树扶疏”ꎬ华严而肃穆ꎻ这里绿

草如茵ꎬ涧渠潺湲ꎬ果蔬甘美ꎬ亲切而自然ꎮ 可见ꎬ
赋家在描绘古寺胜景时ꎬ极具层次感ꎬ由近及远ꎬ
由天然而人为ꎬ但始终紧扣龙华寺依山傍水的地

理形势和“保自然之雅趣ꎬ鄙人间之荒杂”的特点

来写ꎮ 人在此间悠游ꎬ即能“遂寂默之幽心”ꎬ获
得明澈虚静、悠闲自在的趣味ꎮ 试想ꎬ在此宁静深

幽、似在尘外的佛寺中经行、宴坐、持戒ꎬ安心修行

又怎能不进入佛家禅定的境界ꎬ忘掉诸如曲终而

泣、感秋而悲、忍屈受辱、扬才露己的俗世情怀呢?
这样ꎬ山水胜景与佛法的深邃、精妙已融为一体并

呈现出一个令人神往的宗教境界ꎮ
王钟陵在«中国中古诗歌史»上称:“江总的

写佛诗在文学化倾向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ꎬ一
是他现存的写佛诗都属既写佛理又写寺景的一

类ꎮ 二是江总在这类诗中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绝俗

的静趣与玄思ꎮ”②移用此语来评价«修心赋»ꎬ也
是非常中肯的ꎮ

三　 书写启示:“释类赋”的赋学意义

至南北朝时ꎬ赋体文学已经历了由汉赋诸体

到中古骈赋的变迁ꎬ而思想界也经历了儒、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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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思赋»有相当强烈的儒家思想色彩ꎬ几乎看不到直接宣扬佛法的文字和意图ꎮ 但«广弘明集»却将其收在佛教护教文献中ꎬ这
一方面揭示了梁武帝试图儒释共弘的道德教化意图ꎬ另一方面体现了“梁代的中国僧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试图体现佛教对儒教孝道的

包容ꎬ融合孔释两道的自觉努力”ꎮ
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ꎬ江苏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ꎬ第 ７４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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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思潮纷争角立与彼此融合的历史进程ꎮ “思
想史关注的不仅在于思想ꎬ也关注思想的理解与

表述”①ꎮ 所以ꎬ“赋史与思想史之间ꎬ往往能形成

某些交相呼应的景观ꎮ 其呼应扭结的程度ꎬ可能

会超出不少纯抒情的体式文本”②ꎮ
若从思想史角度来观察与归纳赋史ꎬ不仅可

以察见赋学现象中的思想史资源ꎬ而且还可以生

动反映中国文化性格与思想传统的力量③ꎮ 这也

是为什么“释类赋”既被收录在赋体作品总集«历
代赋汇»中ꎬ又被收录进佛教弘教护法的子部释

家类文献«广弘明集»中的主要原因ꎮ
若从辞赋类别来看ꎬ作为一种新型辞赋类型ꎬ

南北朝时期的“释类赋”对当时与后世的辞赋创

作及其创作意识上的反思ꎬ其影响亦不可轻忽ꎬ主
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ꎮ

首先ꎬ从创作上看ꎬ由于道教与佛教标志了我国

古代纯粹宗教的独立ꎬ加之道、佛成果的激发ꎬ南北

朝赋家在创作上促成一种对纯粹宗教进行描述的道

释题材的出现ꎬ或者说ꎬ出现了专题化的宗教赋ꎮ
两晋时期ꎬ阐释佛学义理为主旨的赋篇于存

世文献中实不多见ꎮ 可见者如东晋僧人支昙谛的

«赴火蛾赋»ꎬ主旨取“愚人忘身ꎬ如蛾投火”之意ꎬ
以蛾喻人ꎬ寓佛理于咏物之中ꎮ 他如孙绰的«游
天台山赋»将山水与玄理、佛教哲学结合在一起ꎬ
与此前游览之作相比ꎬ可谓拓开新境ꎬ对谢灵运及

后世赋家亦有影响ꎮ
南北朝“释类赋”题材大量出现ꎬ除前文所述

赋篇外ꎬ尚见者有谢灵运的«山居赋»ꎮ 谢灵运在

«山居赋»中写佛教徒并称赞其德行ꎮ 据其自注ꎬ
佛教徒指的是昙隆、法流两位法师ꎮ 而其赋文及

自注中有与佛教相涉的描写与注释ꎬ确可表明赋

家“笃好佛理ꎬ殊俗之音ꎬ多所达解”④ꎮ 至南北

朝ꎬ“释类赋”在题材处理上ꎬ于孙、谢将佛理与山

水结合外ꎬ还用大量与佛学相涉的物象、人事、仪
式入赋ꎬ突显佛学的题材意识非常明确ꎬ从而促成

了这一种赋类的定型ꎮ
在唐代ꎬ虽说南北朝以来崇尚佛学义解之学

的理论兴趣渐为自我体验式的律、禅信仰兴趣所

取代ꎬ但习禅者的佛教宣传和习律者的人格力量

深深地吸引了士人ꎮ 所以ꎬ“释类”题材在唐代依

然有颇多的关注者和创作者ꎮ 如«法苑珠林»卷

二十七载释昙谛撰«庐山赋»以渲染佛教胜境ꎻ
«开元释教录»卷八载释法琳著诗赋启颂等三十

余卷ꎻ王勃«释迦佛赋»描佛祖诞生情景ꎻ杨炯«盂
兰盆赋»绘盂兰法会ꎻ李子卿«兴盛寺圣容瑞光

赋»描寺容佛貌ꎻ刘乾«招隐寺赋»绘寺庙风光等

等ꎮ 可以说ꎬ唐代“释类赋”在整体上虽已不具有

思想开拓的意义ꎬ但体现了此类题材延续的活跃

性与生命力ꎮ
其次ꎬ从辞赋体性特征的反省来看ꎬ“释类

赋”也带来了重要的理论启发ꎬ即对赋体如何在

“体物”“写志”外ꎬ另辟“析理”一途ꎬ以及三者如

何得以兼包互摄的思考ꎮ
实际上ꎬ自汉至南北朝ꎬ人们对赋之本体认

识ꎬ有如下三个维度:“一是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入手ꎬ认为赋是物感人心ꎬ体物探意的体现ꎻ二是

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来讨论ꎬ认为赋是赋家内心情

志的流露ꎻ三是从赋文学艺术形式着眼ꎬ认为赋是

‘美丽之文’的代表ꎮ”⑤而且ꎬ人们对赋之功能的

认识ꎬ也产生了由社会功能转入到关注赋“布舒

怀抱”“导达意气”的情感功能以及“分赋物理”
“敷弘体理”的认识功能的变化ꎮ

其中ꎬ“析理”的写作实践ꎬ自荀子五赋由所

谓“物”及物之“理”始ꎬ到魏晋时期大量咏物赋和

“道性赋”或探究事物内在的精微之“理”ꎬ或对

“课虚责有”“得意忘言”“无声乐”、麈尾、竹如意

等玄学话题及引发玄学联想的物品尽析其“理”
止ꎬ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写作经验:即“体物”
已不等同于罗列物象ꎬ推类言之的纯粹镜子式的

粗浅写实ꎬ而是从物之情到物之理的整体把握ꎬ更
注重生动多姿的物象本身的意神趣理ꎮ

在之前创作与理论的基础上ꎬ南北“释类赋”
对诸如“业”(Ｋａｒｍａ)、“菩提” (ｂｏｄｈｉ)、“空” (ｓｕ￣
ｎｙａｔａ)、“涅槃”(ｎｉｒｖａｎａ)、“心”(ｃｉｔｔａ)、“识”(ｖｉｊｎ
~ ａ＾ｎａ)等佛性命题或教义的阐述和宣扬ꎬ对“三
归”“五戒”“修斋”等佛教教规的理解与介绍ꎬ对

０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ꎬ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ꎬ第 ４０９ 页ꎮ
曹虹:«辞赋源流与综合研究»ꎬ«文学遗产»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ꎮ
许结:«汉赋创作与国家形象»ꎬ«中国文学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ꎮ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七«释慧叡传»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年版ꎬ第 ２６０ 页ꎮ
彭安湘:«中古赋论研究»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第 １１０ 页ꎮ



第 ２２ 卷 彭安湘ꎬ等:释教的赋体书写:南北朝“释类赋”源起、策略和意义论

“法性”“佛身”之“双林现灭而不灭ꎬ王宫示生而

不生”“质非质碍之质ꎬ名非名相之名”①等“形”
“神”问题的思考和感悟ꎬ则不单单是对前代写作

经验的承继ꎬ而是开拓了中古赋论对赋之“析理”
特征的认识ꎬ并且呈现出了一条由物性之“理”到
宗教之“理”渐次转化的路径ꎮ 它与以后宋代理

趣赋呈现的哲学之“理”一道ꎬ成为中国赋学史上

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课题ꎮ
最后ꎬ从创作主体来看ꎬ此期僧人、文士创作

队伍扩大ꎮ 他们选择赋体ꎬ一方面扩展了赋体固

有的表现领域ꎬ自觉输入、化用了佛学中的语境、
语义来表现宗教生活ꎻ另一方面ꎬ受佛教教义及其

论辩艺术的启悟及时代文学思潮的熏染ꎬ丰富和

发展了赋体的表现手法ꎬ在语言表现多样化、音韵

声律规范化上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ꎮ
然而ꎬ魏晋南北朝时期“释类赋”的创作毕竟

还只是佛教使中国士大夫的艺术思维发生第一次

变化的赋文体实践ꎮ 尽管当时有了“悟对通神”

“遗形存神”的哲学理论和文艺思潮ꎬ赋家们也有

所意识ꎮ 但在实际构思、创作上ꎬ他们却还停留在

从具体的物象到明确的含义这种简单直接的联想

层次上ꎮ 因此ꎬ尽管南北朝“释类赋”作者们在书

写策略上ꎬ进行了积极地努力ꎬ但他们中的一部分

人还不善于将思考的“理”和内心的情触化到审

美对象ꎬ即融化到他们的形象选择与形象处理之

中ꎬ故而优秀之作并不多ꎮ 而真正将赋文体特征

与佛学ꎬ尤其是禅宗“凝神观照”“沉思冥想”思维

方式高度综合ꎬ以达到观照对象、内心情感、哲理

及审美至完美圆融程度的ꎬ还是要到宋代苏轼的

«赤壁赋»中才得以实现ꎮ
总之ꎬ子、集部文献中的南北朝“释类赋”以

创新求变的意识ꎬ采用不同的书写策略ꎬ纳佛教于

赋文ꎬ尝试着处理物、情、理兼包互摄的关系ꎬ既体

现了赋文体的极大伸缩性与包容性ꎬ又丰富了魏

晋南北朝赋文学类型的种类ꎮ 因此ꎬ在中国古代

赋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ꎮ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ｙ Ｆｕ: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Ｆｕ”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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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校对　 钟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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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释真观:«梦赋»ꎬ参(唐)释道宣撰:«广弘明集»卷二十九ꎬ文渊阁本ꎮ


